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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

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

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

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

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

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

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

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

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

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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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日益

凸显，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的“新三农”问题最为突出，已成为制约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1]。“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

问题，有效破除“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桎梏，寻求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路径，成

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

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并指出了“到

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当前，中国正处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关键时期，2022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扎实稳

妥推进乡村建设”，并对文化和旅游在农村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予以指示。发展乡村旅

游已经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着力点。因此，改变由脱贫攻坚时

期的外生力量主导，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对提升农村居民的可持续生

计能力、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以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之间具有地理空间、资源空间、经济空间等的天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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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乡村旅游促使农村地区空间系统复杂化，在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同

时，重构了资源、利益分配下的发展格局；而可持续生计框架作为一种包含多角度解析

生计问题的集成性分析框架，对完善农村地区资源合理配置、实现生计长久稳定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从研究内容上看，当前学界关于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关系研究集

中于以下方面：第一，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协同发展研究。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

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目标协调一致，研究重视二者的双向互馈机制[3]及其协调发展的驱动因

素[4]。第二，可持续生计框架指导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研究。可持续生计框架阐释了生计脆

弱性和适应力，农村生态的脆弱性及农村居民在从事乡村旅游时的意识、社交、人力等

脆弱性特征[5]均契合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能够反映农村居民的资

产状况，是可持续性生计框架的核心，也是当前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将其与其他生计

要素相结合共同促进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6]、构建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生计框架[7]以及

综合测度乡村旅游发展的正外部性[8]。第三，乡村旅游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研究。乡

村旅游作为一种外力进入农村地区不可避免地对农村可持续生计产生影响，主要包括生计

脆弱性的减缓[9]与增加[10]、生计资本的储量规模[11]和结构变化[12]、生计策略选择的重组和优

化[13]以及由可持续生计衍化的外部效应，如生态系统创新[14]、旅游扶贫[15]、社区发展[9]等。

从研究方法上看，早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伴随

研究的不断深化，定量研究成为主流，运用变异系数法[4]、参与式农村评估法[5]、熵值法[13]

及回归模型[12]等进行数据处理、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研究结果不断丰富。

综上，当前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1）诸多研究囿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尚未形成农

村可持续生计系统适应、恢复演化的动态过程和响应机制。在指标测度上，可持续生计

研究将外界变化视为非常态化因素，从生计脆弱性和适应力出发实现生计资本的优化配

置与生计策略选择，较少关注生计恢复的过程和对生计结果的测度。（2）既有研究多针

对小尺度的乡村旅游地或某一省份研究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静态效

应，忽视了乡村旅游和农村生计发展的动态性与过程性，较少从中国整体发展状况对两

者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而基于宏观层面的省域尺度研究、自上而下构建乡村旅游发展

框架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作用体系、因地制宜确定土地利用与功能定位具有重要的政策

指导意义。（3）以往研究普遍借助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生计可持

续影响的线性关系，较少从空间交互视角探讨其具体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乡村旅游

就业吸附效应推动了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地区扩散与集聚，这种吸附效

应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和空间层级结构[16]，造成了农村地域的非均衡发展，忽略空

间效应探讨乡村旅游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可能导致结果偏误。因中国香港、澳门、

台湾、西藏地区核心变量数据获取难度大且缺失值较多，本文以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

象，将可持续生计框架与恢复力理论相结合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

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2010—2020年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

空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从宏观层面弥补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省

域空间尺度研究不足，并为共同富裕、城乡统筹、乡村振兴等政策导向下，因地制宜开

展乡村旅游，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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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分析

乡村旅游是发生在农村地区，以乡村性、游憩性为基本特性[17]，能够综合反映资源

和环境的利用状况，是对乡村性资源的永续利用与生态平衡的维护[18]；同时，通过农村

空间的有机构建和关联整合扩大乡村旅游发展规模，增加经济效益。农村可持续生计是

指在农村地区，生计遭到压力和打击时能够在不损害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应对与恢复，可

以在当前和未来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与资产[19]。乡村旅游发展使得农村地区由农业体制

向旅游体制过渡[20]，在改善生计资本的同时也对当地社会—生态系统形成全面扰动和冲

击，影响了生计脆弱性[21]，农村居民在生计适应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策略选择的生计恢复

力也存在显著差异[20]，当生计策略与可持续生计能力具有较高耦合度时，可能产生更好

的生计结果[22]。基于上述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理论内涵与作用机制分析，

本文进一步纳入空间交互关系视角，剖析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直接效

应和溢出效应，并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增权理论及空间外溢理论阐释其作用机制

（图1）。

首先，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直接效应分析。农村地区是一个具有多

维复杂性和动态演变性的开放系统，农村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

换是实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内生物质基础与保障[23]，能力建设是农村地区赋权最主要的

目的和内容 [24]。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系统中的主体能够对外界干扰作出自适应反

应，即在环境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具有适应能力、主动的个体通过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图1 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的作用机制

Fig. 1 The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ffecting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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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修正自己的行为规则以更好地生存[25]。融入“适应性”观点的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可以有效分析农村系统主体行为和宏观变化关系、影响路径与结构演

化[26]。具体而言，遵从“环境演化—适应性行为—复杂性结果”的逻辑关系，在乡村旅

游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居民作为主要适应性主体在乡村系统的解构与重构过程中不断优

化自己的适应性行为以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另外，从农村发展的根源分析，通过补贴

农业生产的外源性发展模式难以实现农村生计可持续，加强其能力建设、推动利用地方

自然、人力、文化等资源是实现农村内源性发展的核心[27]，增权理论能够对此进行有效

解释。增权理论起源于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针对种族议题率先提出的“增强权能”

概念[28]，根据增权理论，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能够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

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指向获取权力的社会行动及其导致的社会改变的

结果[29]。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传统固化的生计模式，充分利用地方资源通过经济、政

治、社会和心理增权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获利能力等实现农村生计可持续，破除农村

地区“无发展增长”现象。

其次，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根据空间外溢理

论，一个地区的发展对其邻近地区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尤其是对于距离较近的邻接地

区，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乡村旅游发展能够充分发挥就业吸附作用，促进资金流、技术

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集聚，通过将生产要素转化为生计资本推动地域空

间和空间内部的资源合理配置。其次，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可持续生计手段在具有相似自

然人文条件的地区可以通过“示范效应”“模仿学习效应”为邻接地区树立典范、通过

“涓流效应”带动邻接相对落后地区实现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进一步发展，提升区域整体的

规模效应。农村地区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仍然存在地域瓶颈，且在部门和地区间存在资

源错配现象[30]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一般均衡状态[31]，使得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对农

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此外，根据空间集聚理论，综合发展条件优越的

地区更易于吸引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可能产生“虹吸效应”，进而表现出区域发展的不

均衡性。

1.2 模型变量选择

（1）核心解释变量：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结合《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

导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文件精神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32,33]，

本文从资源禀赋、经济效益、发展规模和支撑条件四个方面对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进行测

度，选取13个指标对其进行表征。其中，资源禀赋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基础，决定了乡村

旅游发展的模式、特点及规模；而发展规模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旅游需求大小，反映

地区乡村旅游市场空间及发展水平和潜力；支撑条件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提，经济效益

则直观反映乡村旅游发展程度，均是衡量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维度。

（2）被解释变量：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围绕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

和生计结果四个方面构建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15个指标对其进行表

征。农村居民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单元，在生计结构变化或面临外部冲击时，表现出不

稳定、易受损失的状态[34]，具有遭受冲击的可能和抵御冲击的能力[35]。其次，对农业生

产与农村土地的依赖[36]及受流行疾病、自然灾害和粮食安全等影响，均能够影响生计脆

弱性 [37]，通过调整生计资本结构以适应环境变化。生计资本是家庭或个人拥有选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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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采用生计策略和应对所处环境风险的基础[38]，既可以响应生计脆弱性的适应力，又

能够表征生计恢复力中的缓冲能力。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对生

计恢复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已基本达成共识[39]，最终实现增加收入和降低贫困的生计结果

效应。

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分别采用熵值法确定各个衡量指标的权

重，在分别测度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指数与农村可持续生计

水平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熵权值加权对二者进行综合测度，以此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

释变量分析的基础数据（表1）。

（3）控制变量。鉴于乡村旅游发展是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因素而非单一因

表1 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测度体系

Table 1 Measurement system of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explained variables

变量

乡村旅游发展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

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

（被解释变量）

衡量维度

资源禀赋

经济效益

发展规模

支撑条件

生计脆弱性

生计资本

生计恢复力

生计结果

具体指标含义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数/个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个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个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个

乡村旅游收入/亿元

旅游收入占GDP比例/%

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万人次

旅游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从业人员比例/%

森林覆盖率/%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PM2.5浓度/(μg/m3)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乡镇文化站数/个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比例/%

农作物受灾面积/千hm2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kW

农作物播种面积/万m2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乡村就业人员数/万人

公路密度/(km/km2)

涉农政策支持比例/%

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农村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指标权重

0.0703

0.0799

0.0778

0.0680

0.0665

0.0801

0.0717

0.0704

0.0804

0.0847

0.0858

0.0863

0.0782

0.0779

0.0821

0.0793

0.0811

0.0736

0.0710

0.0735

0.0729

0.0723

0.0756

0.0783

0.0802

0.0799

0.0759

0.0803

注：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0×文盲人口比例+6×小学文化人口比例+9×中学文化人口比例+12×高中文化人口比例+

16×大学文化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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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同时避免模型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结果偏差，本文除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这一核心

解释变量外，还设置了5个控制变量加以分析，用以表征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农村系统内

部矛盾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外部因素可能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具体变量

包括：① 人口老龄化程度（Age）。人口老龄化程度能够从数量和结构两方面影响农村劳

动力供给[40]，减少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型的劳动力输送，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采用农村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比例加以表征。② 融资便利度（Fin）。农村经济发展长期滞后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发展的资金支持不足[41]，提高融资便利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

其抵御生计风险的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采用农村贷款占GDP的比例加以表征[42]。

③ 土地流转（Land）。土地资源参与流转市场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农户的生计选择，减

缓农村生计来源对第一产业的依赖，通过开展家庭经营和外出务工等维持生计可持续，

采用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加以表征[43]。④ 产业结构（Ind）。产业结构调整能够促进

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农村生计选择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型，减缓生计脆弱

性，提高生计恢复力，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加以表征[44]。⑤ 农村医疗水平（Med）。医疗

保障是农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压力和疾病风险使得农村因病返贫现象层出不

穷，影响农村生计发展，采用乡（镇）卫生院数加以表征。

1.3 数据来源

国家“十一五”至“十三五”农业、农村实现快速发展，2010年开始评选第一批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因此，选取2010—2020年为研究期限，并选取三个五年

规划收官之年作为时间截点做进一步的时空演化分析。其中，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数据

（2014年开始评选，2010—2013年数据做归零处理）、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数

据来自农业部官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数据来源于文物局和住建部官网，乡村旅游收入

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数据来源于各省域乡村振兴局、文化和旅游局及农业农村局等官

方报道。PM2.5年均浓度来源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小组，其余数据来源

于的相应年份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

鉴》《中国交通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缺失数据采用线性

插值法补全，同时，为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通过ADF单位根检验确保其时间、空间上

的平稳性。

1.4 研究方法

1.4.1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是判断两个地理变量间是否存在空间关联性的重要依据，也

是判断能否进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分析的基础。空间自相关作为地理学第一属性，揭示

了距离近的事物比距离远的事物相关性更强 [45]，包含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

关。通常，空间自相关所描述的地理要素只有一个变量，而基于双变量的空间自相关在

描述两个地理要素的空间关联和依赖特征上具有较高适用性与有效性。本文运用全局空

间自相关检验分别识别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各单一变量空间分布特征，在此

基础上采用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空间关联和空间依赖性，

具体计算公式[46]为：

I =∑
i = 1

n ∑
j = 1

n

wij(xi - x̄)(yj - ȳ)/s2∑
i = 1

n ∑
j = 1

n

wi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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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为双变量全局Moran's I指数值；xi为区域 i乡村旅游发展的变量测度值；yj为区域

j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变量测度值；n为研究样本数量（个）；s2为研究样本方差；wij为空间

邻接权重矩阵，即地理空间上邻接省域设置为1，非邻接省域设置为0，省域与其自身的

临近关系也设为 0，此外，本文中将海南和广东设为邻接关系，以避免海南出现无邻接

省域的现象。

进一步采用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在不同

地理空间上可能存在的空间关联模式，并通过绘制LISA集聚图表征省域间的空间异质

性，计算公式如下：

Ii = zi∑
j = 1

n

wij zj （2）

式中：zi和 zj是区域 i、j变量测度值的方差标准化值；Ii为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

计双变量的局部空间关联性，可以划分为高高集聚 （High-High，H-H）、低低集聚

（Low-Low，L-L）、高低集聚（High-Low，H-L）和低高集聚区（Low-High，L-H）四种

集聚类型。以高高集聚（H-H）为例，代表区域 i的核心解释变量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变

量测度值与区域 j的被解释变量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变量测度值都较高，其余三种类型同

理。H-H和L-L集聚说明区域 i乡村旅游发展和区域 j农村可持续生计呈正相关关系，而

H-L和L-H型集聚说明区域 i乡村旅游发展和区域 j的农村可持续生计呈负相关关系，其

显著性则表示这种正向或负向的空间关联特征是否明显。

1.4.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地理空间样本观察值一般存在相关性，样本数据不能满足独立同分布下的正态分布

等假设，传统计量方法会使得样本信息失真，需要纳入时间、空间效应建立合适的空间

计量模型[47]。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之间可能存在内生交互、误差项之间的交

互、外生交互三种不同的交互效应，分别对应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PLM）、空间面板误

差模型（SPEM）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 [48]。首先进行拉格朗日乘数（LM）和

稳健性拉格朗日乘数（Robust LM）检验，判断空间关联以误差项还是滞后项存在，若

两种情形都存在，则继续通过Wald和LR检验，判断SPDM能否退化为SPLM和SPEM。

根据检验结果，本文确定SPDM模型为本文最适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yit = ρ∑
j = 1

n

wij yjt + βxit + γ∑
j = 1

n

wij xjt + μi + θt + εit （3）

式中：xit、yit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在第 i个截面 t时期的观测值；ρ是被解释变

量的空间滞后系数；β是待估系数；μi是空间固定效应；θt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标准误

差项；γ是解释变量的空间回归系数。

2 结果分析

2.1 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时空格局特征

为客观把握中国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发展状况、时空格局与演化规律，选

取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三个时间截面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与比较（图2）。

首先，乡村旅游是一种改变农村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外部力量，其能够通过资本的

积累、利用和循环在其作用效益较大的地区产生持续推动力。如图 2 所示，从时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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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研究期内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基期有显著提升，表现出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和

演进过程中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现象。秦岭—淮河以南的大部分省域乡村旅游发展始终

处于优势地位，“组团式”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从空间上看，中国乡

村旅游发展表现出区域片状分布态势，发展程度具有地理临近相似特征，中部、东部地

区乡村旅游发展整体处于较高水平，西部地区省域间极化现象明显。浙江省资源条件优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2 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聚类

Fig. 2 Spatial clustering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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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且经济基础雄厚，依托于此乡村旅游发展始终领跑于其他省域；四川省凭借优越的生

态环境及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民族文化资源，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较早并始终保持较高

水平。以二者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带动临近省域连带发展，形成了云南省、江西省、湖南

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多个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省域。

其次，在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双重制约下，中国农村可持续生计表现出年际

动态变化、地区发展分异和区域不均衡的时空特征。如图2所示，从时间上看，2010年

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高值省域点状零星分布于东部地区，2015年与2020年中部、东部地

区大部分省域未实现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的层级跨越，在动态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东部

整体区域发展优势度高且较为稳定的空间格局。从空间上看，受制于气候条件、区位交

通、资源禀赋等，中国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形成了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山东省、河南

省、江苏省、浙江省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较高，与农业现代化水平[49]、农业科技水平[50]

等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究其原因，山东省、河南省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作为传统农业

大省生计资本测度值明显高于其他省域，为农村可持续生计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基础；浙

江省、江苏省农业现代化程度高，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带动作用较强，表现出较高

的生计结果效应，可持续生计能力较强。

2.2 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采用OpenGeoDa软件测算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单变量和双变量

Moran's I值，判断各自的空间集聚与空间依赖程度及二者的空间关联特征（图3）。

总体上，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均呈现出空间依赖特征，二者之间也

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和相互依附性。具体来看：（1）研究期内，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

平单变量的Moran's I指数在0.354~0.496之间呈现“波动变化—趋于平缓”的变动特征，

且通过至少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在相近省域具有空间趋同

现象，呈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性。由于旅游业本身的脆弱性特征易受到突发性、政策性

因素影响，整体表现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集聚与政策实施同步。伴随2013年精准

扶贫政策、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年）》陆续发布

和实施，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依赖性不断增强，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2019年

以后，伴随政策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表现出省域间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差异，乡村旅游

发展的地域特征、发展定位开始凸显，不同省域乡村旅游的多元化发展、独立性逐渐增

强且较为稳定。（2）研究期内，中国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单变量的Moran's I指数处于

图3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单变量和双变量Moran's I统计值

Fig. 3 Monadic and bivariate Moran's I statistical value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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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7~0.449之间，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现出“波动收敛—有所下降”的两阶段特征。

其中，2010—2018年空间依赖和集聚强度在波动中收敛，空间格局较为稳定。2019年，中

国农村市场流通渠道不足，农村经营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外出打工收入等问题暴露[51]，农村

可持续生计水平的空间依赖性减弱。（3）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双变量的

Moran's I值在 0.134~0.268间波动，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乡村旅游发

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之间的空间关联特征较为显著。

进一步选取 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三个时间截面，对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

可持续生计两个变量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和比较分析，并通过LISA聚类图将其空间

可视化，分析其空间跃迁行为（图4）。

研究期内，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未发生明显

改变，四种集聚区占比保持相对稳定，以正相关关系为主导。其中山东省、江苏省始终

处于H-H集聚区，农业基础雄厚使得农村居民能够付出较少成本参与乡村旅游以实现生

计转型，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

甘肃省气候条件、生存条件恶劣始终处于L-L集聚区，农业基础较差，部分地区在开发

乡村旅游时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民生问题，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较低。L-H集聚区和H-L

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部分省域，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负相关关

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作用较弱。L-H集聚区更多地依靠传统农业形成的产业基础，其

图4 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双变量LISA聚类

Fig. 4 Bivariate LISA clustering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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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在逐年减少。河南省作为传统农业大省，乡村旅游经过短暂发展2015年变为H-H集

聚区，但伴随乡村旅游游客人数的增长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承载力处于报警状态[52]，2020年

又回归L-H集聚区；安徽省充分利用“乡村性”积极开展乡村旅游，西递、宏村成为全

国知名的乡村旅游地，实现了由L-H集聚区向H-H集聚区的转变。云南省是典型的H-L

集聚区，依托自然资源、民族文化资源等开发乡村旅游成果显著，但同时受复杂地形的

影响，长期以来贫困面较广、贫困程度较深[53]，乡村旅游发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可

持续生计问题，更多地是通过政府干预精准扶贫实现脱贫攻坚。

2.3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空间计量检验

2.3.1 估计模型检验与识别

SPEM的LM、Robust LM统计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SPLM的Robust LM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模型SPEM优于SPLM，

进一步对SPDM模型进行分析。Wald检验和LR检验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SPDM

可以退化为SPEM和SPLM的原假设，因此应当选择SPDM模型进行分析（表 2）。进一

步通过 Hausman 检验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 检验值为

47.17，P=0.0000，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即固定效应的SPDM模型为拟合估计的最

适模型。

其中，固定效应模型又包含时间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空间双固定效应模

型三种效应模型。由于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分布均具有时间上的连续

性。因此，本文仅选择无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进行SPDM参数估计，忽略对时间非

观测效应的控制[54]。从SPDM的无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检验结果看，空间固定效应

SPDM 估计结果的拟合优度值 （Adj.R2） 为 0.8843，对数似然估计值 （Log- L） 为

970.4148，均大于无固定效应，因此空间固定效应的SPDM是本文的最优模型。此外，ρ

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在乡村旅游发展影响下，农村可持续生计具有明显的

空间溢出效应（表3）。

2.3.2 空间效应分解

绝大多数的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点估计方法测算空间效应存在缺陷，解释变量的影响

系数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偏回归系数[55]。因此，本文采用偏微分方法分解乡村旅游发展对

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空间效应[56]，得到无偏可靠的估计结果（表4）。空间效应可分解

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其中，直接效应反映了乡村旅游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可持续生计

的影响，间接效应则反映了乡村旅游发展对邻接地区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即溢出效

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对本地区、邻接地区农村可持续生计均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2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Table 2 Spatial metrology model test results

普通OLS模型检验统计量

LM_Spatial error

Robust LM_Spatial error

LM_Spatial lag

Robust LM_Spatial lag

统计值

147.967

132.994

15.876

0.903

p值

0.000

0.000

0.000

0.342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统计量

Wald_Spatial error

LR_Spatial error

Wald_Spatial lag

LR_Spatial lag

统计值

67.25

35.54

24.89

64.22

p值

0.0000

0.0000

0.0004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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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直接影响效应系数为0.128，且通过了1%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首先，乡村旅游发展从外部响应上能够打破土地利用限制实现农村空

间功能拓展，模糊“三生”空间界限拓宽生产边界，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传统农业受

制于土地利用形式和产出规模，以增加产量提升经济效益的方式对农村生计可持续的作

用效应较小，而开展乡村旅游，利用土地及其承载物通过多元化发展以增加经营性、财

产性收入，促进“产居一体化”新型农村发展空间的形成，是实现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途径。其次，乡村旅游发展从内部响应上能够带动剩余劳动力再就业，减缓农村

系统内部矛盾，实现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具有较强的包容性，“离土不

离乡”的劳动就业模式使得农村居民从传统农业耕作转向服务供给，通过将有限资源转

化为生计资本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

（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间接效应系数为 0.537，空间总效应系数为

0.665，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乡村旅游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可持续生计

的直接带动作用较弱，对邻接地区及整体农村可持续生计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

现出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根据多功能乡村理论，乡村地域有三大功能，其中之一就是

能够通过聚落空间响应，引导城乡人口变化趋势[57]，即能够有效破除区域壁垒、城乡二

元结构和城乡居民身份边界，通过区域联合、城乡互动以及农村环境空间内部互动促进

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提升农村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产生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同

表3 不同交互效应的估计结果

Table 3 Estimated results of different interaction effects

变量

RT

Age

Fin

Land

Ind

Med

Adj.R2

Log-L

无固定

0.090***(2.71)

-0.003***(-4.03)

-0.077***(-4.80)

0.020*(1.84)

0.002(0.45)

0.001***(3.38)

0.8840

867.6176

空间固定

0.079**(2.46)

-0.003***(-4.41)

-0.072***(-4.69)

0.018*(1.76)

0.003(0.69)

0.001***(3.42)

0.8843

970.4148

变量

W×RT

W×Age

W×Fin

W×Land

W×Ind

W×Med

ρ

Obs

无固定

0.182***(4.02)

-0.001(-1.07)

-0.034(-1.22)

0.005(0.33)

-0.009(-1.29)

0.000(0.60)

0.582***(12.07)

330

空间固定

0.201***(4.60)

-0.001(-1.23)

-0.038(-1.40)

0.007(0.50)

-0.010(-1.52)

0.000(0.75)

0.579***(12.05)

330

注：***、**和*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字是系数估计的 t统计量，下同。

表4 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Table 4 Spatial effect decomposition results

变量

RT

Age

Fin

Land

Ind

Med

直接效应

0.128***(4.08)

-0.004***(-5.71)

-0.086***(-5.49)

0.022**(2.26)

0.001(0.22)

0.001***(3.87)

溢出效应

0.537***(8.40)

-0.007***(-3.08)

-0.170***(-3.31)

0.039*(1.81)

-0.020(-1.47)

0.002**(2.11)

总效应

0.665***(9.75)

-0.011***(-4.39)

-0.256***(-4.39)

0.061***(2.75)

-0.019(-1.28)

0.00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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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达国家常依靠强大财政供给等直接资本所带来的短期效应，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方式实现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58]，中国发展情况不同于此。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切实

的可持续生计手段，其低门槛、广适性优势使得基于相同自然人文条件的邻接地区更易

于“复制”乡村旅游可行的发展模式，通过资金注入、政策借鉴、人才流动、信息传播

等方式带动邻接地区跳脱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生产经营模式，以地域空间的整合集成与

优化重组带动邻接地区发展，进而对整体农村可持续生计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3）各控制变量对农村可持续生计表现不同程度的影响：① 人口老龄化的抑制作

用。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39]，

农村劳动力迁移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较城市更为严峻。受劳动能力、知识接受能力

等制约，人口老龄化抑制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此外，农村老年人口的社

会保障压力也对农村可持续生计产生持续影响。② 融资便利度的抑制作用。这与温涛等[59]

研究结论一致，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具有很强的长期效应[40]，

实证结果仅能证实现行农村金融发展与生计之间的不协调性，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前农

村金融体系建设有待完善，通过金融借贷使得农户在增加生计资本占比的同时增加了生

计风险，抑制预防性储蓄动机，产生超前性消费和攀比性消费 [60]，甚至陷入“以贷养

贷”危机，不利于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③ 土地流转对本地区的促进作用。土地是农村

家庭具有能动性的资源要素，土地流转能够促进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型，适度放弃土地使

用权既能够满足部分农户扩大土地经营实现规模效益的需求，同时又能够满足农业到非

农产业转型的部分农户需求，实现生计策略多样性，二者均有利于农村生计可持续发

展。④ 医疗水平的促进作用。实现农村可持续生计就要走出“因病滞贫”“因病返贫”

的困境，农村医疗设施建设是实现生计可持续的重要保障。农村现存劳动力若因病丧失

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将直接导致家庭收入减少，影响家庭生计结构，不利于生计可持续。

2.3.3 稳健性检验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不同可能会影响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为检验估计结果的稳

健性，本文构建基于经纬度的空间距离矩阵与地理距离倒数平方矩阵。将基于不同空间

矩阵的估计结果（表5）与表3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直接影响系数和空间滞后系数基本

一致，表明前文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乡村旅游及控制变量对促进农村可持续生

计具有较为稳健的作用。

2.3.4 异质性分析

由于区域自然人文条件差异和综合发展程度的不均衡性，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

续生计的促进作用也有所差异。因此，在中国整体研究基础上，本文基于区域发展角度

进一步探索东、中、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区域异质性①，并进

一步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四个维度剖析三大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及其四个维度变量做具体结果

分析（表6）。

首先，东、中、西部乡村旅游发展对本地区和邻接地区农村可持续生计均有明显的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对中国地区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和江西；西部

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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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益，且通过了至少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乡村旅游发展能够不同程度地改变农

村地区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整体上表现出对农村可持续生

计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次，东、中、西部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空

间溢出效应均大于直接效应，这与中国整体发展状况相一致。区域内部省域间具有相似

的地理人文环境、综合发展程度和规模，更易于通过“模仿学习效应”实现邻接地区生

计多元化发展，增强区域可持续生计的规模效应。具体而言：

东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与西部地区

相比，其直接带动作用略弱。具体来看，东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生

计脆弱性，同时能够达到增加收益、降低贫困的目的，通过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对邻

接地区产生裨益。究其原因，东部地区对资源的适配度要求更高，乡村旅游开发所带来

的基础要素投入难以对农村可持续生计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可能出现乡村旅游专业化发

展的资源转移效应，导致农村地区认知、发展路径“锁定”而产生“去农业化”现象抑

制农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促进效益非简单线

性关系，在较高层次上可能存在一定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以浙江省安吉县余村为例，

2021年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中国仅2个），乡村旅游发展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但浙

江省并未表现出对农村可持续生计较强的带动作用。

表6 分区域、分维度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Table 6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spatial effects by region and dimension

变量

RT

东部

地区

中部

地区

西部

地区

直接效应

溢出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溢出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溢出效应

总效应

农村可持续生计

0.096**(2.17)

0.243***(4.17)

0.339***(5.30)

0.122*(1.67)

0.607***(6.99)

0.729***(7.22)

0.220***(4.17)

0.391***(3.07)

0.611***(4.11)

生计脆弱性

0.225***(2.72)

0.063(0.63)

0.289***(2.96)

-0.043(-0.21)

0.895***(4.23)

0.852***(4.93)

0.399***(3.27)

-0.098(-0.52)

0.301(1.54)

生计资本

-0.116(-1.48)

-0.032(-0.31)

-0.148(-1.35)

0.052(0.42)

0.299**(2.31)

0.351***(3.00)

0.095(1.31)

0.250***(2.64)

0.346***(3.82)

生计恢复力

-0.024(-0.39)

0.344***(4.55)

0.320***(4.36)

0.071(0.99)

0.060(0.81)

0.131**(2.29)

-0.121(-1.54)

0.200**(1.98)

0.080(0.89)

生计结果

0.366***(3.48)

0.818***(5.75)

1.184***(7.34)

0.478***(3.99)

1.239***(7.41)

1.716***(7.70)

0.439***(3.75)

1.439***(4.09)

1.878***(4.56)

表5 不同空间矩阵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spatial matrices

变量

RT

Age

Fin

Land

Ind

Med

Adj.R2

空间距离

0.107***(3.52)

-0.003***(-4.42)

-0.034**(-2.11)

0.019**(2.08)

0.001(0.34)

0.001***(2.65)

0.8820

地理距离

0.095***(2.96)

-0.003***(-5.41)

-0.034**(-2.10)

0.016*(1.72)

0.000(0.03)

0.002***(5.20)

0.8642

变量

W×RT

W×Age

W×Fin

W×Land

W×Ind

W×Med

ρ

Obs

空间距离

0.096**(2.01)

-0.002(-1.20)

-0.131***(-3.50)

0.008(0.51)

-0.014**(-2.38)

0.002***(3.79)

0.623***(10.73)

330

地理距离

0.067(0.98)

-0.008***(-3.43)

-0.180***(-3.45)

0.053*(1.90)

-0.049***(-3.05)

0.005***(4.61)

0.702***(9.90)

330

503



38卷自 然 资 源 学 报

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

能够显著促进邻接地区的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即中国整体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

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源于中部地区。具体来看，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主要是通过

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和生计结果对邻接地区产生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基

础较弱，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集聚在中部地区能够产生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内部

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资源倾斜，利益驱使下邻接地区的竞争效应加剧，盲目依赖乡村旅游

加重了生计脆弱性。全国著名乡村旅游 IP江西省婺源县油菜花海、徽派民居皖南古村落西

递宏村等在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但“极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

也加剧了邻接地区的生计脆弱性；另一方面，高值省域的辐射作用能够增加邻接地区的

生计资本存量，改善生计资本结构，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增收效益，促进农村地区减贫。

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本地区和邻接地区的农村可持续生计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中国整体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直接效应主要源于西部地区。具体来

看，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重点是通过生计脆弱性和生计结果对农村可持续生计产生裨

益，以及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刺激邻接地区的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西部

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旅游资源富集，深度挖掘民族文化开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地域特色。

新疆图瓦村、白哈巴村及四川丹巴藏寨、陕西袁家村、云南阿者科、贵州西江千户苗寨

等都是全国著名的乡村旅游地，带动本地区及邻接地区农村居民增收、降低贫困成果显

著，同时能够促进邻接地区生计资本市场发育、改善生计恢复力，使得乡村旅游成为西

部地区农村居民实现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手段。此外，旅游业的季节性、脆弱性等固有特

征，也使得农村居民过度依赖乡村旅游导致生计脆弱性加剧。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乡村旅游介入农村地区不可避免地会重构人地关系，改变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发

展格局。本文以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计量模型

等研究方法，探索2010—2020年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其

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均较基期有显著提升，表现出高值省

域的优势锁定，空间上均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分异格局。其中，乡村旅游以浙江

省、四川省为核心呈“组团式”发展，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因山东省和河南省生计资本

储量大、江苏省和浙江省生计结果效应显著表现出省域核心优势。

（2）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空间依赖和空间关联特

征；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以正相关关系为主导且保持相对稳定，其

中，农业基础是影响H-H集聚区和L-L集聚区农村居民生计转型、实现农村生计可持续

的重要因素。伴随乡村旅游发展L-H集聚区数目逐年减少，受长期贫困影响，H-L集聚

区乡村旅游发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可持续生计问题。

（3）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增权

理论指导下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

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同

时，减缓人口老龄化、规范农村金融发展、加快土地流转、提高农村医疗水平等均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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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4）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表现为直

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规律特

征。并通过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不同组合影响农村可持续

生计水平，其中，对生计结果的带动作用最为显著。

3.2 讨论

乡村旅游发展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生计可持续、促进共同富裕的一种

重要方式，在政府话语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共同富裕目

标下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图5），并从二者的内涵维度及空间

关系上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持续扩大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积极作用，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第一，深度挖掘乡村旅游资源禀赋与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相结合，降低生计脆弱性。

以产业深度融合拓宽农村生产边界、降低农业生产依赖性，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

扰动，尤其是生态环境脆弱区和气候变化敏感区。第二，拓宽并延长乡村旅游全产业链

扩大乡村旅游发展规模，增加生计资本存量、调整生计资本结构。纵向上实现基础农产

品产业链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横向上构建食、住、行、游、购、娱交织、

互动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体系，将闲置资源转变为生计资本实现价值增值。并在扩大产业

规模的同时识别优势生计资本的可持续效应，提升劣势资本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第三，

加大科学技术等支撑条件投入培养高素质的农村生产主体，提升生计恢复力和可持续生

计能力。加强对农村居民知识和技能培训，强化社会关联结构，同时以现代科学技术为

依托促进农村地区生产、观光、体验、科普等多功能协同发展，提升生计恢复力。第

四，增加乡村旅游经济效益与提升农村居民主体性并行，维持生计结果的长久性。进一

步落实政府在促进农村供给侧改革、缩短城乡差距、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积极作

用，给予农村居民充分发展权力，保证农村居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实现经济

增权的同时，保证其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

其次，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地域联动减弱空间差异，促进区域共同富裕。第

一，东部地区开发应充分发挥经济、科技、人才优势，融合智慧农业打造“智慧乡村”；

图5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的作用路径

Fig. 5 The function path of rural tourism affecting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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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尊重农村居民意志和生计诉求，避免过度城市化、商业化及盲目

“跟风”和“掠夺式”“边缘化”的乡村旅游开发，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巩固农村居民收益

主体和决策主体地位，进一步促进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第二，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

呈现出孤立、分散的态势，极化效应尚未减缓，但溢出效应显著。应采取积极的乡村旅

游就业吸附政策、抓住快速交通发展等优势，整合各地区旅游资源、实行区域统筹规

划，凝聚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合力，发挥生产要素的扩散效应、乡村旅游发展的“乘数”

效应及农村可持续生计的“渗透”效应，缓解省域发展差异。第三，西部地区立足区域

与民族特色，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规划乡村旅游发展，紧抓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扩大外

生因素的引导作用助力农村生计可持续，重点关注人口特征等内生因素带来的农村社会

结构冲突与矛盾，强化乡村旅游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直接带动作用，提升农村居民的可

持续生计能力。

综上，研究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关联，并对二者的影响机制进行

空间效应分析，揭示不同地区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发展程度与空间分布特征，

对更好地发挥乡村旅游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促进作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受数据可得性和当前研究的理论基础限制，本文还存在以下不

足：关于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控制变量

的选取也未形成统一标准，乡村旅游相关数据获取难度较大等。后续研究中，在变量选

择上，可从构建更加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大数据等方式增加数据多样性和可靠

性、结合现实背景选择更为全面的控制变量等，使研究更为深入、全面。在研究内容

上，由于省域间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存在差异，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深化异质性

分析，如在类型划分上，按乡村旅游的不同发展水平或发展模式对比分析其对农村可持续

生计的影响效应，探索和比较单一省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作用机制。在

研究尺度上，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活动空间更多集中于市域、县域尺度，若将

研究尺度进一步下沉到市域、县域尺度，并结合门槛回归模型、PVAR模型等对二者的

作用机制作进一步探讨，可能会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精确度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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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patial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romoting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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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can play a constructive and instrumental role in

achieving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of urban, rural and regional

area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samples of 30 provincial- level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0,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its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romoting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re analyzed from the overal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bivariat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est and spatial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livelihood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shows the advantage locking of high-value provinces in time, and both show a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decreasing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with significant spatial

dependence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in spac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an exert

its adaptability to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traditional livelihoods through the dual action

mechanism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ponses, expand the effect of empowerment, enhanc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wer,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velihoods in the

region, and dri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velihoods in the neighboring areas

through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ffects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under the multi- dimensional factors of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livelihood capital,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livelihood results, showing regional heterogeneity with direct effects

decreasing from the western to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decreasing from the central to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regions.

Keywords: rural tourism;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patial effect; regional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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